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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典当商在内部管理上很有特色，主要是

分工精细，制度严明。明清时期，一般规模的典

当店铺里，都设有“柜台先生”二至三人，鉴别顾

客典当的货物，评估价钱；写票二人，专写当票；

中班六人，有正有副，负责货物打包；挂牌二人；

学生10余人，按能力大小依次排成序号，序号l至

6 的学生分别协助各管事料理业务，序号 7 以后

的学生负责跑包楼，送包取包；管事若干人，分管

包房、钱房、首饰房和账房，人人各有所司，各司

其职。

“柜台先生”统称“朝奉”，原来在封建社会里，

凡是典当店铺开业，必经朝廷核准，也就是“奉旨

经办”，谁也不得借题滋扰。“柜台先生”对货物鉴

别眼力极高，古玩字画、珠宝玉器、苏绣宁绸，皮棉

衣物样样精通，一眼就能作出准确判断。不仅如

此，他们还老于世故，与社会上各阶层人物打交

道，很会察言观色，相机行事。“柜台先生”收当货

物到存入包房，每经一手，各人都需认真仔细地对

照验点，一旦出了差错，就层层追查，谁出的差错，

由谁照价赔偿损失。因此做生意时，人人谨慎负

责，谁也不敢打半点马虎眼。

余氏典当是余爱山的第二代传人余尚德于清

顺治年间在江苏千灯镇上营建的徽派建筑群。余

爱山在明万历年间（1619 年）从安徽的休宁县到千

灯吴家桥经商，通过父子两代创业、积蓄后成为富

翁，并在此建造徽派建筑群，沿街设店铺、当铺，往

里延伸为住宅等。

余氏家族，代代相传，后继有人，曾经是千灯镇

上“南顾、中余、北叶”显赫的三大户之一，亦是人才

辈出的礼仪之家、书香门第。余爱山的第三代传人

余国柱，于顺治丁亥年高中进士，官至刑部主事，江

西清吏司郎中；顺治丙戌年，余国柱和他的侄子余震

元同入“科校场”考场，同登一榜，乡里传为佳话。

徽商余氏曾显赫一时

典商多为休宁人
徽州典商遍天下，从繁华都市到县城集镇，到处都飘扬着徽商典

铺的招幌。明清时期北京城内典铺众多，绝大多数为徽商、晋商所

开。北京徽典之多，以至徽州方言竟成为了北京当铺通用的行话。南

京更是徽典聚集之所，明后期南京城内的500多家当铺大部分为徽商

所开。在长江中下游的沿江，每个城镇几乎都有徽州典商。

休宁有个典商“吴百万”
徽州业典人数众多，不仅出现了一批业典世家望族，而且还出

现了区域性典商群体。

休宁商人几乎视典业为他们的专门职业，世人称之：“典商大多

休宁人”。休宁的商山吴氏，自明中叶以来就经营此业，以至“家多

素封”，声势煊赫，是休宁著名的望族。明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

描写商山吴氏有个大财主，拥有家私百万，号称“吴百万”。这个财

主就是经营典当业的“大朝奉”。

歙商也多热衷于经营典当业，据歙县县志上记载：歙县商人经

商以盐、典、茶、木为最。歙县许姓家族就是一个十几代业典的典商

世家，资本多达数百万，开设的当铺达40多所，遍布于江浙各地，所

雇员工不下2000人。歙县的岩镇，在明末就号称子钱家之薮，致使

该镇成为富甲一方的都会。徽州其他各县以典为业者也不乏其人。

发迹后渴望“钱生钱”
徽商中有不少人出身贫寒，最初的经营资本来源于自家房屋，

或者妻子的首饰，甚至是衣裙的卖价。做了几笔买卖之后，又想把

生意做大，有的只好向典商去借贷。有了当初千辛万苦的经历，后

来发了大财，也就有了放债的强烈欲望，这毕竟是“钱生钱”的最佳

途径之一。他们放债的主要方式就是经营典当业，其实就是高利

贷，城镇出现的当铺、银号都属于放债取息的经营方式。

明清徽商之所以如此痴迷于广开典铺，其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典

当业风险较小、获利丰厚。而典业税额极低，也是刺激徽商投资典

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百万之资也散尽
明清时期，徽人典商的资本之巨是其他商帮所难以比拟的。在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中就有记载。

歙县人许翁，世代经营典业，家中巨富。遗憾的是他的儿子们

不争气，常常干出些违法的事来。官府以“豪横乡里”的罪名派人持

文书来逮捕这名纨绔子弟，行贿求免，才免于一罚。

几个儿子一看家乡待不下去了，就四处远游，在其家所开当铺

之处，肆意取钱挥霍。该处的典铺就要遭殃，各处掌柜纷纷派人送

信给许翁，告知此事。许翁无奈，只好写信通知各处典铺，定于某月

某日，同时关闭，企图以此来阻止儿辈的任意挥霍。

可典铺中的掌柜、伙计们不满了。最终，按典铺之大小，管事者

每人给1000两至2000两银子，以此递减，至厮役扈养也皆有份，最

少者也给钱十两。许翁共有40多所典铺，人数几及2000，各人都如

数拜领而去，而许翁“数百万之资，一朝而尽”。

张亚琴

徽州典商：无徽不典遍布全国
{ }在中国典当发展史上，不得不提到徽商典当。徽商典当与晋帮票号一度成为当时国家的两大金融支柱。在具有一定商业资本积累以后，精明

的徽商开始向金融资本渗透。明清时期的徽商典当就以其规模大、分布广、获利多最为著名，当时民间广泛流传“无徽不典”之说。

朱玉婷

据《明实录》载：“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

资数千金，课无十两，见在河南者，计汪充等二

百三十年。”又据《嘉兴县志》记载，安徽的“新

安大贾与有力之家，又以农田为拙业，每以质

库居积自润”。就连典当行的掌柜（经理）称为

“朝奉”一词也源自徽商俗语。《古今小说》、《拍

案惊奇》等明清小说所反映的人和事均取材于

徽籍典商。

而相关史料也记载：清代侨寓扬州的徽商

吴某，“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有其右者”，号称

“吴志典”。清代徽人汪巳山，其家侨寓清江浦

200 余 年 ，“ 家 富 百 万 ，列 典 肆 ，俗 称 江 家 大

门”。明末休宁人孙从理，在浙江吴兴一带经

营典业，“慎择掌计若干曹，分部而治”，前后增

置典铺上百所。清代歙商许某，累世经营典

业，资本多达数百万，家有“资物之肆四十余

所”，布列于江浙各地，各典肆的“管事”以及

“厮役扈养”共计不下 2000 人等等。

徽州人经营典当业发展成为徽商四大店业之

一，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本之雄厚，是其他商

帮不能比的。有的由典当起家，后来还成为钱庄资

本家。上海9个钱庄资本家中就有一个是徽州人。

典当业是徽商经营仅次于盐业的行业。明清

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金属白银已成为

社会上通用的货币；南方各省盛行的押租制也扩

大了白银支付手段功能。这些使得广大农民、小

生产者所必须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更加依赖市

场，使用货币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农民的日益贫

困使他们对货币的需求日益迫切，从而使他们越

来越多地依赖于典铺以解燃眉之急。而拥有大

量财富的徽商，也需要新的牟利渠道，典业是最

适合商人放债的一种经营方式，因此，徽州典业

迅速发展起来。

徽州典当商属于徽商中的“上贾”，资本极为雄

厚，在竞争中，他们联合族人乡党集中于一地同治

典业，以较低的典利排挤其他商帮而占领市场。

明人周晖在《金陵琐事录》中称：“当时南京的

当铺总有五百家，福建铺本小，取利三分四分。徽

州铺本大，取利一分二分三分，均之有益贫民。”在

取和予上，徽州典当商很注意掌握分寸，在“予”时

好像吃了亏，而在“取”时却终究能占大便宜。

当时，徽商开设的典肆遍布全国，数量之多，规

模之大，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比拟的。徽商程壁治

典于江阴，清兵南下时，为支援军民守城，先后捐银

竟达175000两之多。

徽商开当 遍及四方

典当业成为徽商四大行业之一

典当商属于徽商“上贾”

分工精细 各司其职

余氏当铺：华东地区最大的典当铺
徽商是明清时期中国最强大的商帮之一，在商界称雄二百年，势力高峰时期，“无徽不成镇”。从明末

以来，当铺基本是商人开设，再没有寺院开设的。而跨出省门到外省开当铺的，则首推明末徽商，所谓“徽

商开当，遍于江北”。相关史料记载，在江苏千灯镇有着目前华东地区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这就是

当年休宁徽商余爱山第二代传人余尚德在当地所开的余氏当铺。 朱玉婷

余氏典当的老宅朝东落西，双排两行，建时沿

河自东向西共有7进，现存五进。整个建筑群有个

明代大厅、五个小厅、六幢楼、双备弄，前后左右构

成“亚”字形“走马楼”，大小房屋120多间，千灯人称

它“迷楼”。典当行三面有高墙，确保财产安全；后

面是“更楼”，可以为全镇防盗、防火打“五更”，具有

警示功能。

第一进东为店铺，四开间门面，经营茶杂山货，

西四开间为典当铺。这也是收兑典物的场所。大门

内上方是清代特色的砖雕，上面有“积善馀庆”四字，

古语云：“积善之家，必有馀庆”。余氏家族希望自己

的家族能多做善事，便能年年有余，也是对自己家族

寄予美好的愿望。后面几进则为主人居住的地方。

余氏当铺，风雨沧桑三百多年，依然如故。

100多间堪比迷楼

在余氏典当，你会发现和所有当铺一样，它的柜

台很高，基本都在1.8米以上，上面设有栏杆，它的作

用主要是保护内部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柜台里有两

位人物的蜡像，趾高气扬的是店小二，板着脸的就是

朝奉先生了（相当于业务经理）。当典当者递上物品

时，就听凭当里朝奉先生居高临下吆喝开价，不能还

价，他们一般都会用专业术语。

把好的东西说得一文不值，以此来压低价钱，

学徒进当铺第一学专用语言；第二学开当票。古时

候有“穷死莫去当，屈死莫告状”之说，上典当的主顾

都是穷途末路的人或其他应急者，这是他们面临经

济破产的时候才来的场所。

主顾皆因穷途末路


